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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区域土地生态风险对于指导土地合理利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以湖北省 1980、

2000、2018 年三期土地利用/覆被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综合土地生态风险指数，采用普通克里金插值法，

模拟并分析了近 40a 间湖北省土地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化。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湖北省土地生态风险的平

均水平由 0.4349 下降到 0.4341，再上升到了 0.4410，表现出先减后增的变化特征;(2)在 10km×10km 尺度

下，空间自相关结构是湖北省土地生态风险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在 1980、2000 年表现为各向异性，2018

年表现为各向同性。(3)研究期间，风险等级提高的概率远高于下降，且转化几乎仅在相邻等级间发生，出

现跳跃性改变的可能性极低;高风险地区增加了 7785km2，其余等级均呈减少趋势，低风险区、较低风险区、

中风险区、较高风险区面积分别减少了 283、6539、339、625km2。(4)湖北省土地生态风险的分布格局整

体呈东高西低，低风险核心区位于神农架林区，高风险核心在江汉平原及武汉片区，此外襄阳市北部也存

在一个稍小的高风险区域，并逐渐沿枣阳－荆门和随州中部－孝感两条线路往江汉平原方向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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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具有多功能、多宜性的复合体，不仅承载着人类的生产生活与发展，也决定了区域生态系统的

基本结构。人类对土地的开发与改造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并由早期的低强度、小范围逐渐发展到当

代的高强度、大范围，在改变地表景观覆被的同时也重组了区域生态系统。大量研究表明过度的土地利用

将会带来生态风险，威胁区域生态环境安全，制约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开展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研究对

指导合理规划土地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

土地生态风险是指由土地利用的方式、结构或布局及其它干扰因子引起的区域生态系统功能失衡及结

构破坏的可能性，土地生态风险评价则是通过生态学、地理学、环境化学等相关知识对这种可能性的量化

［2，3］。其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研究以国外学者为主，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单一污染物对

土壤环境、生物群落及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评价，但由于长时序、大范围的野外监测数据难以获得，此时

的成果多是静态评价［4］。90 年代初期，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生态风险评价领域，开展了以土壤环境和

生物物种生态风险评价为主的相关研究［5］。同一时期，Hunsaker 等［6］和 Graham 等［7］尝试将景观

生态学理论与生态风险评价相结合，实现了大范围地理区域的综合生态风险评价，开始强调景观空间异质

性在生态风险评价中的重要性与独特性，并逐渐发展和完善形成了规范的生态风险评价框架和评价模型

［8～10］。其后，随着“3S”技术的发展以及景观生态学理论的完善［11～15］，大尺度、多时相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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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风险评价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如 Parmenter 等［16］利用卫星图像量化 1975～1995 年期间大

黄石生态系统(GYE)土地覆被和利用的变化，评价了这些变化产生的潜在生态风险;Sivrikaya 等［17］分

析了土耳其东北部卡米利生物圈保护区 1972～2005 年的景观结构变化对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维持造成的风

险;Salvati 等［18］分析了 1975～2006 年意大利南部 LUCC 和土地荒漠化相关性;Mondal 等［19］建立时

空蔓延风险指数评估了德里由城市扩张引起的生态风险水平。曾辉等［20］、李谢辉等［21］、谢花林［22］

基于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与生态风险的经验联系，提出并完善了生态风险指数(ERI)，被国内学者广泛认可和

采用［23～25］。周启刚等［26］、夏敏等［27］、高玥等［28］从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生态系统特征、

经济社会状况等方面选取指标，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构建综合指数进行研究区的土地生态

风险研究。此外，也有学者采用景观破碎度、分形维数、土地利用综合程度、植被覆盖度、水土污染物浓

度等指标的变化来揭示区域土地生态风险的空间差异及其变化过程［29～31］。

从上述研究来看，国内的成果主要以结合生态风险指数和地统计方法的评价模式为主，但这些研究中

采用的评价方法往往只关注到区域地类景观的组成比例，忽视了不同地类在维护生态功能上的差异性，也

没有考虑不同景观间的镶嵌结构对生态过程的影响，对土地生态风险的评价不够全面。此外，采用单一景

观生态指数或综合风险指数对区域整体进行风险评价的研究也数见不鲜，这类研究多以县级以上行政区为

评价单元，不能很好的表达出土地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异。同时，现有成果中动态研究较少，研究时间跨度

较短，难以表现土地生态风险的发展变化趋势，不能满足进一步的分析需求。

湖北省是我国有名的农业大省之一，位于长江流域中部核心地带，不仅是承东启西的枢纽地带和长江

经济带发展主轴的中心支点，也是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等重大水利工程所在地，更是我国华中地

区最大的水陆交通运输综合枢纽。因此，湖北省无论是在维护国家生态、粮食安全，在地理位置和交通区

位优势上，还是在推进国家协同发展战略层面，在我国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湖北省社

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人口数量快速上升，2018 年末湖北省常住人口达到 5917 万人，城镇化率首次超过

60%。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结构与方式都发生较大变化，人地关系愈发紧张，土地生态风

险也日益凸显，但研究湖北省土地生态风险的文章较少。鉴于此，在总结前人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本文

从景观结构和景观生态功能两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综合土地生态风险指数，揭示近 40 年间湖北省土地生

态风险的变化趋势，以期更加客观的评价湖北省生态风险，为提高湖北省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供参考和支

持。

1研究区概况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腹地，长江流域中游，因地处洞庭湖以北，故此得名。境内河网密布，湖泊众多，

素有“千湖之省”之称。地跨 108°21'42″E～116°07'50″E 和 29°01'53″N～33°6'47″N 之间。东邻

安徽，南界江西、湖南，西连重庆，西北与陕西接壤，北与河南毗邻。东西横跨约 740km，南北纵贯 470km。

全省土地总面积 18.59 万 km，占全国总面积的 1.94%。湖北省正处于我国地势二三级阶梯过渡地带，境内

地形复杂多样，山地、丘陵、平原均有分布。地势大致为东、西、北三面环山，中间低平，略呈向南敞开

的不完整盆地。以中低海拔为主，其中低海拔区域的陆地国土面积占 84.28%，中海拔区域的陆地国土面积

占 15.72%。除高山地区外，大部分为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光能充足，热量丰富，无霜期长，降水充沛，

雨热同季。境内交通便利，路网发达，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增长较快。



2 材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 研 究 中 采 用 的 土 地 利 用 覆 被 栅 格 数 据 来 源 于 中 国 科 学 院 资 源 环 境 科 学 数 据 中 心

(http://www．resdc．cn)，该数据以 LandsatTM/ETM 及 Landsat8 遥感影像作为主要信息源，参照中科院

土地利用覆盖分类体系，通过人机交互解译获得，分辨率达到 30m。该分类体系将土地类型分类和土地利

用分类相结合，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 6个一级类型以及 25个二级类型，

数据精度较高，目前广泛应用于国内各种研究中。本研究中收集了 1980、2000、2018 年三期土地利用覆被

数据，参考前人研究并结合土地生态风险分析的特点，在 ArcGISPro2.2 平台中，通过叠加、提取和重分类

等操作，获得了湖北省相应年度一级、二级分类土地利用数据。文中所涉及到的矢量行政区数据来自于地

理国情监测云平台(http://www．dsac．cn/)。

2.2 综合土地生态风险指数构建

景观生态学理论认为，土地覆被在空间格局上的变化影响着土地生态系统的功能，生态系统抗干扰能

力与土地利用的方式、格局息息相关［32］。本研究选取景观干扰度［21］、景观脆弱度［33］、景观多

样性［34］、生态连通度［35，36］、生境质量指数［37］、水源涵养功能指数［37］、“源—汇”协调

度［38］构建综合指数模型。考虑到各指标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本文选取了乘法模型作为综合评价模型，

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LUERIi 表示第 i 个评价单元的综合生态风险指数;Xij 分别代表第 i 个评价单元的指标 j 的值;

ωj 分别代表指标 j 权重。由于计算的方式与代表的生态意义不同，各指标之间不能够进行直接比较，在

对评价目的的指示方向上也不相同，因此结合研究数据的特点，本文选取极差法进行数据标准化，选取熵

权法确定权重。计算得到综合生态风险指数各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见表 1，各指标的含义及计算方法见表 2。

表 1综合土地生态风险指数各指标权重



指标

景观干

扰度

指数

景观脆

弱度

指数

生态景

观多样

性

生 态功

能 连通

度

生境

质量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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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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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 0.$19 0.188 0.100 0.041 0.122 0.150 0.180

类型 功能 功能 结构 结构 功能 功能 结构

属性 + + — — — — —

2.3 采样单元划分方法

为了更好地表达流域内生态风险空间分布规律和差异性，本文采用网格作为生态风险评价单元。参考

已有研究中在不同尺度上进行景观格局评价时所采用的粒度，综合考虑研究区大小、数据精度及计算强度，

本研究基于等间距系统采样法将研究区划分为 10km×10km 的正方形样地，剔除数据过少的网格后，共得到

采样单元 1938 个。计算每一采样单元内的综合生态风险指数，以此作为样地中心点的生态风险值。

2.4 空间分异研究方法

克里金方法是地统计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称为空间自协方差最佳插值法，该方法通过对一组

分散要素的已知属性值进行拟合，生成连续估计表面，常用于识别和模拟格局的空间结构［39］。克里金

法是一个多步过程;它包括数据的探索性统计分析、变异函数建模和创建表面、研究方差表面，其中半变异

函数建模是最关键的步骤。半变异函数利用空间内点对间的空间相关性的强弱随点对间距离的变化来构建

函数模型，被定义为区域化变量 Z(xi)在点在 xi 和 xi+h 处的值 Z(xi)和 Z(xi+h)差的方差的一半，记为γ

(h)，其公式经过简化后可表达为。

式中:h 为抽样间隔距离;N(h)为抽样间距为 h 的点对总数;Z(xi)和 Z(xi+h)分别是要素属性在 xi 和

xi+h 上的观测值(i=1，2，…，N(h))。通常使用块金值(Nugget)、基台值(Sill)、变程(Range)3 个参数来

描述这个函数。

3结果与分析

3.1 风险单元计算结果分析

利用上文中的计算方法逐个采样单元进行指标计算分析，获得每个样区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经

过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7所示。

表 2综合模型中各指数的含义及计算方法

指数 含义 描述



景观干扰

度

(Ei)

不同景观组

成结构所代

表的生态系

统受到干扰

的程度

ni 为评价单元中第%种地类景观的斑块数，Ai 代表评价单元中第 i种地类景观的斑块总面积；A

为斑块总面积；U%为第%种地类景观在评价单元中出现的概率,N 为斑块总数;a,b,c 分别对应景观

破碎度、景观分离度和景观优势度的权重，参考相关文献[22]，分别指定权重值为 05,0.3,0.2

景观脆弱

度

(Fi)

景观类型对

外界干扰的

敏感性
参照许学工等学者的研究，对土地景观类型赋予脆弱度分值:未利用地=6、水域=5、耕地=4、草

地=3、林地=2、建设用地=1,归一化处理后，经面积加权可得到各风险样方的景观脆弱度

景观多样

性

(Di)

区域土地生态系

统多样性
Pi 为第 i 类景观面积在区域中所占比例 Di=0 表明整个景观仅由一个斑块组成(未注明符号含义

同上，后同)

生态连通

度(EC)

不同景观镶嵌结

构维持和传递生

态流的功能强

弱 pi'为第 i种地类景观组合的共同边界长度；μi为第 i种地类景观组合的生态过程连通性分值;A

为评价单元中出现的组合总数不同地类景观组合的生态过程连通性关系及分值见表 3

生境质量

指数(Bio)
物种存续功能

kBio 为生境质量指数的归一化系数，取值为 511.2642131067；αi 为各第%种地类景观生境质量

权重，各地类景观权重见表 4,引用自《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192-2015)》

水源涵养

指数(Con)

影响景观生态功

能的发挥，决定

着生物的生存与

分布
kCon 为水源涵养指数的归一化系数，取值为 526.7925984400；βi 为各第 i 种地类景观水源涵

养权重，各地类景观权重见表 5,引用自《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192-2015)》

“源-汇”

功能协调

度

(Cor)

区域景观结构的

生态“源-汇”功

能协调度 n为研究区评价单元总数,m 为评价单元内的地类景观总数代表第 J个地类景观；Aij 代表第 i个

评价单元内第 j种景观的面积；γi、δi 希分别表示地类景观 j的“汇”权童“源”权重，具

体数值见表 6



表 3不同地类景观间的生态过程连通关系及分值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 设 用

地

未利

用地

耕地 0.4 0.8 0.4 0.4 0.4

林地 - 0.8 1 0.2 0.8

草地 + + 0.8 0.4 0.8

水域 - ++ + 0.2 0.8

建设用地 - -- - -- 0.4

未利用地 - - + - -

表 4 各地类生境质量功能权重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0.35 0.21 0.28 0.11 0.04 0.01

表 5 各地类水源涵养功能权重

河流 湖泊水库 滩涂沼泽 有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高盖度草地 中盖度草地 低盖度草地 其他地类

0.045 0.135 0.27 0.21 0.0875 0.0525 0.12 0.06 0.02 0

表 6 各地类景观的“源'“汇”权重

“源”地类 “源”景观

权重

“汇”地类 “汇”景观

权重

有林地 0.35 水田 0.15

灌木林 0.30 旱地 0.30

疏林地 0.25 其他林地 0.15

高覆盖度草地 0.25 城镇用地 0.40

中覆盖度草地 0.20 农村居民点 0.40

低覆盖度草地 0.15 其他建设用地 0.40

河渠 0.35 裸土地 0.30

湖泊 0.35 裸岩石砾地 0.30

水库坑塘 0.20

滩地 0.35

沼泽地 0.15

表 71980-2018 湖北省土地生态风险采样单元计算结果统计

年份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下四

分位

中位数 上四最大

分位 值

1980 0.4349 0.1459 0.0096 0.3200 0.4121 0.56640.7858

2000 0.4341 0.1457 0.0166 0.3208 0.4122 0.56470.7870

2018 0.4410 0.1469 0.0441 0.3229 0.4267 0.57280.7844

数据显示，从 1980～2018 年，湖北省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平均水平呈上升趋势，平均值由 0.4349 上

升到了 0.4410，这与湖北省生态景观面积减少，非生态景观面积增加的变化趋势一致;2000 比 1980 年下降

了 0.0008，与整体发展趋势相反，对比土地利用景观变化的数据发现，这可能是由于 2000 年以前建设用

地的增加相对较缓，而水域景观大量增加，使得生态景观在一定范围内增速超过了流失速度，局部风险值

降低的引起的;标准差的大小代表着数据的变异幅度，2018 年标准差的明显大于其他两年，说明 2018 年的



风险指数在不同样方之间差异更大，生态风险在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在逐渐增大;在最小值、下四分位、中位

数这 3个指标上，数值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说明低风险值地区的整体风险有一定的上升;上四分位和最大

值这两个指标上呈现波动发展规律，说明在高风险值地区影响风险值的因子转化比较活跃。中位数略小于

平均数，数据呈轻微右偏态，通过频率直方图与核密度估计曲线(图 2)进一步验证，可以看到三期数据的

分布密度中心都处在中间位置，分布宽度较窄，整体形态上近似呈倒钟型，由中间向两端密度递减，密度

曲线下降较快，几乎不存在长尾效应，数据分布整体比较平稳，离群值出现的概率较小，由此可以认为三

期采样单元生态风险计算结果均趋近

于正态分布。

样点值存在空间自相关是应用克里金插值的前提，为验证采样单元的生态风险值在空间上是否存在空

间自相关现象，在 ArcGIS 平台上利用空间统计工具获取了 10 个不同距离尺度下的莫兰指数(Moran’sI)(表

8)。

表 8不同距离尺度下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综合指数的 Moran'sI)

距离(km) 1980 年 2000 年 2018 年

10 0.8493** 0.8448** 0.8365**

15 0.8212** 0.8154** 0.8064**

20 0.7886** 0.7816** 0.7711**

25 0.7536** 0.7455** 0.7346**

30 0.7242** 0.7152** 0.7037**

35 0.7036** 0.6939** 0.6823**

40 0.6768** 0.6664** 0.6551**

45 0.6427** 0.632** 0.6209**

50 0.6239** 0.6131** 0.6023**

55 0.6029** 0.5918** 0.5814**

注：**表示结果通过统计检验，在 1%水平上显著.

可以看出，在 10 个不同的观测距离尺度下，1980、2000、2018 年的土地利用风险指数的 Moran’sI

均大于 0，并且伴随概率 P 均通过统计检验，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尤其在 10km 和 15km 的空间距离尺度

上，三期数据的莫兰指数均高于 0.8，说明湖北省的土地生态风险强度在研究期间存在较强空间正向自相

关关系。三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空间自相关程度随着距离尺度的增大而下降，但只有在 55km 时，2000

和 2018 年的莫兰指数低于 0.6，这说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在空间上的变化并不剧烈，而是一种平稳变化的

状态，因此才能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都体现出较高的自相关性。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均表

现为 1980 年最强，2018 年最弱，说明近 40a 间，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空间结构特征发生一定的变化，相



邻空间的相似性减弱，变异程度增强。

3.2 半变异函数分析

由探索性数据分析结果可知，采样单元风险值呈正态分布且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可以采用普通克里

金方法进行插值预测。对三期数据进行预处理，异常值筛除，趋势去除后，通过评价不同参数设置下模拟

结果的精度，选取三期风险指数数据最适合的预测模型，评价采用交叉验证的方法，依据统计指标平均误

差和标准化均方根误差与理想模型的接近度来评价，理想模型中的平均误差为 0，标准化均方根误差为 1，

评价诊断信息见表 9。

综合比较各模型的诊断指标发现，指数模型对研究数据的拟合优度明显高于其他模型，考虑方向因素

后对 1980 和 2000 年的模型有一定的优化效果，但反而降低了 2018 年的模型精度。因此，1980、2000 年

选择各向异性的指数模型，2018 年选择各向同性的指数模型。各年份半变异函数模型参数见表 10。

表 9不同模型克里金预测诊断信息

模型
年份

指标

1980 2000 2018

各向同性 各向异性 各向同性 各向异性 各向同性 各向异性

stable
平均误差 4.41E-05 -9.13E-05 -1.32E-05 -8.04E-05 -1.84E-05 -1.51E-05

标准均方根 0.8886 0.8662 0.8851 0.8659 0.8882 0.8747

球状模型
平均误差 -1.00E-05 -1.06E-04 -1.02E-05 -1.00E-04 -4.21E-05 -5.19E-05

标准均方根 0.8398 0.8222 0.8402 0.8155 0.8439 0.8215

高斯模型
平均误差 -3.02E-04 -2.40E-04 -2.83E-04 -2.49E-04 -5.06E-04 -4.85E-04

标准均方根 0.8658 0.8257 0.8657 0.8244 0.8905 0.8753

指数模型
平均误差 1.25E-05 -1.98E-05 -6.37E-05 -3.17E-06 7.94E-06 5.51E-06

标准均方根 1.0162 0.9917 0.9839 1.0148 1.0220 0.9664

表 10 湖北省土地利用风险指数半变异函数模型参数表

年份
数据

变换

趋势

去除
块金值 偏基台值 基台值

块金值/(台值

(％)

主变程

(m)

次变程

(m)

方向

(度)

1980 无 二阶 0.00054 0.01589 0.01643 3.29% 232320 161570 59.6

2000 无 二阶 0.00038 0.01714 0.01753 2.19% 227790 158870 60.8

2018 无 二阶 0.00000 0.01679 0.01679 0.00% 161100 — —

空间的异质性可以体现为随机部分与自相关部分之和，块金值是对随机部分引起的空间异质性的表达，

较大的块金值通常意味着较小空间尺度上可能存在着某种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影响空间变量的分异。本研究

中，块金值占基台值的比例在 1980、2000 和 2018 年中分别为 3.29%、2.19%和 0，占比较小，说明在采样

单元内部存在不可忽视影响因子的可能性较小，仅存在某些随机的干扰因素，空间自相关结构是该尺度下

生态风险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同时这也说明本文选取的采样单元尺度具有合理性。

变程的大小对应着变量空间自相关的尺度，在此尺度内的任意变量间都具有稳定的自相关关系，而当

取样距离超过这一尺度后，变量间的相关性将不显著。从表 8 中可以看到，1980 和 2000 年的主变程分别

为 232320 和 227790m，次变程分别为 161570 和 158870m，主变程方向分别为 59.6°和 60.8°，三项数据

均十分接近，说明 1980～2000 年间风险指数的格局存在较强的相似性。其中主变程和次变程的差距较大，

主变程均接近次变程的 1.5 倍，表明在主变程方向上的相关性尺度远高于次变程方向，这是因为湖北省在

该方向上(北偏东约 60°)地貌相似度较高，而在次变程方向上(北偏西约 30°)经历了由平原到丘陵山地的

过度，地形复杂，地势起伏较大，地貌背景对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分异尺度影响明显。2018 年的变程为



161100m，与前两期数据的次变程相近，说明 2018 年生态风险变化在北偏西约 30°方向上依然主要受到地

貌因素的影响，但在北偏东约 60°方向上由于发展程度的不同使得土地利用的差异增加，进而导致土地利

用生态风险的空间依赖性减弱，异质性增加。

3.3 土地生态风险格局与变化分析

基于构建的半变异函数模型，对 1980、2000、2018 年三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值进行克里金插值预测，

采用自然断点法(NaturalBreak)对插值结果进行划分，将研究区划分为低风险区(LUERI≤0.32)、较低风险

区(0.32＜LUERI≤0.41)、中度风险区(0.41＜LUERI≤0.50)、较高风险区(0.50＜LUERI≤0.60)和高风险区

(0.60＜LUERI≤1)，该方法基于数据统计学分布规律和聚类的思想，能够使各分级内部元素具有最大的相

似度(方差最小)而各级之间的差异性最大。在 ArcGIS 平台上采用地图可视化方法得到湖北省不同时期的生

态风险空间分布(图 3)，应用分类统计的方法得到各等级生态风险区的面积及占比(表 11)，并进一步通过

叠加分析获得不同等级风险区的转移概率矩阵(表 12)和等级变化图(图 4)。

从图 3中可以看出，近 40a 间湖北省土地生态风险的分布格局变化不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沿宜昌

—荆门—襄阳方向上有较明显高低风险分界线。比较明显的低风险核心位于神农架林区，此外在随州市北

部，恩施州东南部，宜昌市北部等区域也有较大范围的低风险区分布。这些地区普遍植被覆盖率较高，水

资源较丰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城镇用地低速扩张，因而对生态景观占用较少，对景观结构的干扰和破

坏较轻。高风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和武汉城市圈，这些地区地势平坦，以耕地景观为主，生态型景

观的面积相对较少，经济发展迅速，城镇用地快速扩张，导致区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状态始终处于高位。

此外，在襄阳市北部也存在一个高值次中心，并逐渐沿枣阳－荆门和随州中部－孝感两条线路往江汉平原

方向蔓延。

从生态风险区的构成来看，湖北省 1980～2018 年间面积占比最大的始终是较低风险区，面积占比在

27%～30%左右，其余各风险区的面积占比均在 15%～20%左右。研究期间各风险区处在动态变化之中，高风



险地区增加了 7785km2，占区域总面积的 4.19%，其余等级面积均呈减少趋势，减少面积最大的是较低风险

区，共减少了 6539km2，占区域总面积的 3.52%，低风险区面积下降了 283km2，占 0.15%，中度风险区面积

减少了 339km2，占 0.18%，较高风险区面积减少 625km2，占 0.34%。分时段看，在 1980～2000 年期间，低

风险和高风险地区面积分别增加了 297、4291km2，其余等级面积表现为减少趋势，按减少量排序依次是中

风险地区、较低风险区、较高风险区，分别减少了 1701、1598、1289km2;2000～2018 年期间，高风险、较

高风险和中度风险区面积分别增加 3494、665、1362km2，较低风险区面积减少 4941km2，低风险区面积减

少 580km2;可以看到，低风险、中度风险、较高风险区面积在两个阶段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方向，说明在

两个时期内湖北省土地利用的强度、方式和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但总体上，中高风险区面积的增加占了绝

对主导的地位，土地利用朝着驱动生态风险强度增强的方向进行。

表 111980~20!8 年湖北省各土地生态风险等级面积（km2）及比例（%）

年份 1980 $000 $018 1980〜$000 $000〜$018 1980〜$018

低风险
面积 $8555 $8853 $8$7$ $97 -580 -$83

比例 15.36 15.5$ 15.$1 0.16 -0.31 -0.15

较低风险
面积 56984 55386 50445 -1598 -4941 -6539

比例 30.65 $9.79 $7.14 -0.86 -$.66 -3.5$

中度风险
面积 3617$ 34471 35833 -1701 136$ -339

比例 19.46 18.54 19.$8 -0.91 0.73 -0.18

较高风险
面积 3$650 31360 3$0$5 -1$89 665 -6$5

比例 17.56 16.87 17.$3 -0.69 0.36 -0.34

高风险
面积 31539 35830 393$4 4$91 3494 7785

比例 16.97 19.$7 $1.15 $.31 1.88 4.19

结合 1980～2018 年生态风险转移概率矩阵和风险等级分区图可以看出，研究区内呈现低风险核心区基

本稳定，高风险区向低风险区缓慢扩张的态势。风险等级的转移几乎仅在相邻等级间发生，无论是风险增

加还是较小，发生跳跃性改变的可能性较低。这是因为土地利用与覆被的改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很难在

短时间内发生较大范围和程度的突变。矩阵中对角线上数据表示在该时段内风险等级不发生变化的概率，

越接近 1说明越稳定，越难发生改变。在研究期间高风险区和低风险区不发生转变的概率分别达到了 97.7%

和 90.1%，高风险区等级降低的可能仅为 2.3%，低风险区等级提升的概率为 9.9%。低风险区不变概率高，

说明低风险核心区域保持了较稳定的范围，土地利用覆被处于人为利用与自然演替较为平衡的状态，没有

因人为干扰而加速转化，而高风险区不变概率高则说明其他风险等级地区一旦上升到高风险等级，将很难

再通过自然演替来降低其风险等级。相比而言，较低风险区、中度风险区、较高风险区的变化则较为剧烈，

风险等级保持不变的概率分别为 82.4%，76.5%、71.8%，向上转移为更高风险等级的概率分别为 13.2%、21.7%、

26.1%，向下降低风险等级的概率分别为 4.4%、1.9%，2.1%，不难发现向上转移的概率远远高于向下转移

的概率，这说明湖北省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呈不断上升的态势，同时也意味着区域生态风险的降低相比上

升而言更加困难。

表!2!980~20!8 年土地生态风险等级转移概率矩阵

风险等级 低风险 较低风险 中度风险 较高风险 高风险

低风险 0.901 0.099

较低风险 0.044 0.824 0.132

中度风险 0.001 0.018 0.765 0.217

较高风险 0.021 0.718 0.261

高风险 0.023 0.977



从图 4中可以看到，1980～2018 年间风险等级的变化在研究区内广泛分布于各处，包括风险上升一级、

下降一级、下降两级三种情形，风险上升区要明显多于下降区，下降两级的情况仅小范围的出现在洪湖。

风险上升的区域没有形成明显的集群，但总体上鄂东地区风险上升范围要大于鄂西地区，这可能与东西部

发展速度差异有关。近 40a 来，东部城市依托武汉市发展迅速，城市面积快速扩张，占用了大量生态用地，

而西部城市受限于地理、交通等因素，发展相对缓慢，因此生态风险的上升也相对较小。

分阶段来看，两个时段的等级转化规律与整个周期的基本一致，但 2000～2018 年时段的变动范围更大，

说明 2000 年以后湖北省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动更加剧烈。1980～2000 年，风险等级发生变化的地区相对较

少，上升区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及周边区域，下降区主要出现在洪湖市与仙桃市一带，这一时期，风险下降

主要得益于围湖造田的现象得到了控制，政府引导退田还湖，水域面积有了较大幅度的回升。2000～2018

年，风险等级发生变化的区域明显增多，鄂西地区也出现了较大范围的上升区，上升区的分布变得十分零

散，呈“遍地开花”之势;下降区依然呈现出集聚分布的特点，除仙桃洪湖片区外，由于 2002 年后退耕还

林工程全面推进，在恩施州和宜昌市交界一带也出现了较为集中的下降区。

4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景观生态学相关理论出发，基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数据，在同时考虑景观结构和景观功能的基

础上构建综合土地生态风险指数，研究了 1980～2018 年湖北省土地生态风险的变化趋势，主要结论如下:

(1)在网格尺度下，研究期间湖北省土地生态风险的平均水平由 0.4349 下降到 0.4341，再上升到了

0.4410，表现出先减后增的变化特征;土地生态风险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正向自相关，其强度随着时间推进而

减弱，说明相邻样方间的相似性减弱，变异程度增强。

(2)空间的异质性可以体现为随机部分与自相关部分之和。在 10km×10km 尺度下，块金值占基台值的



比例在各个研究年份均较小，说明在采样单元内部存在不可忽视影响因子的可能性较小，仅存在某些随机

的干扰因素，空间自相关结构是湖北省土地生态风险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1980 和 2000 年的空间自相关

结构基本一致，表现出各向异性的特征，在北偏东 60°方向上的相关性尺度远高于北偏西 30°方向，初步

推断由地形地貌差异引起;2018 年空间自相关结构表现为各向同性，方向性差异不明显。

(3)研究期间，风险等级的转移几乎仅在相邻等级间发生，无论是风险增加还是较小，发生跳跃性改变

的可能性较低。高风险地区增加了 7785km2，占区域总面积的 4.19%，其余等级面积均呈减少趋势，减少面

积最大的是较低风险区，共减少了 6539km2，占区域总面积的 3.52%，低风险区、中风险区、较高风险区面

积分别减少了 283、339、625km2。(4)研究期间，湖北省土地生态风险的分布格局变化不大，整体呈西低

东高，沿宜昌—荆门—襄阳方向上有较明显的分界线。低风险核心位于神农架林区，高风险区域主要集中

在江汉平原—武汉片区，襄阳市北部存在一个高值次中心，并逐渐沿枣阳－荆门和随州中部－孝感两条线

路往江汉平原方向蔓延。

目前针对湖北省层面的土地生态风险研究不多，本文的结论与这些研究的结论基本相符，即湖北省土

地生态风险具有上升趋势，整体格局呈西低东高。但在生态风险的变化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如张媛等［40］

认为 2011～2015 年间，土地生态风险一直处于稳定状况，张宇等［41］则认 1998～2013 年期间，虽然土

地生态环境压力逐年增加但土地生态安全综合值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经分析，出现差异的原因主要来源于

两个方面:第一，由于研究期选取的不同，各研究是在不同时间尺度上进行的，因此土地生态风险可能会到

尺度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规律。第二，评价指标体系的区别，这些研究主要采用 PSR 模型，选取的指

标多侧重于人口、社会、经济、科技等，而本文主要关注土地利用在空间上的结构与其自然功能属性差异

对区域生态的影响，指标选取的差异势必引起评价结果的不同。

总体来说，本研究在传统生态风险指数的基础上，引入景观多样性、生态连通度、生境质量指数、水

源涵养功能指数、“源—汇”协调度，构建综合土地生态风险评价模型，提供了一种更具综合性的评价方

法，评价结果符合一般经验认知，与相关研究也有较好的一致性，可以认为基于该模型的生态风险评价具

有合理性和可适用性。相同的用地结构在不同的区位、地形、社会背景下的生态风险值是否相同，这些因

素对土地生态风险的影响如何量化，目前尚无针对性研究，因此，受限于理论方法与篇幅，本文没有将这

些因素纳入模型，在后续研究中会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以得到更为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更加可靠

的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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